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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峰：郑老师好！您曾将自己的诗歌创作
描述为“自然写作”与“草根创作”，即注重书写日
常生活，提倡语言表达通俗易懂。有学者认为，您
的“草根创作”是对20世纪20至30年代蒙特利尔
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以及兴起于1960年代温哥华
的“蒂什”（TISH）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不自觉的回
应，“并赋予其鲜活的时代特征，体现出华裔新移
民在多元环境中的精神风貌”，您能否具体谈一谈
您对加拿大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认识，以及它们
对于包括您的作品在内的加拿大华文诗歌的影响？

郑南川：20世纪初期，加拿大诗人在法国象
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和魏尔伦等人影响下，
形成了“蒙特利尔派”，开启了诗歌革命。时至20
世纪中期，米隆和他的文学友人创建“六边形出版
社”，对魁北克诗歌改革和民族意识的兴起起到关
键作用。与此相对的是，法语诗歌创作更为大众
化和民族化，从爱情、宗教、自然和艺术各方面，书
写魁北克人内心世界的坎坷与情怀。总体而言，
20世纪前中期的魁北克法语诗歌在题材上走向
平民与世俗生活，注重描述街头普通人生活和生
存环境，反映人们的精神与政治需求，具有独特的
史诗特征。

有学者提出我的诗歌是“草根创作”，是“对现
代主义诗歌运动的不自觉的回应”，对于这种观
点，个人认为除与我在学习法语过程中大量阅读
魁北克诗歌，并且受到吉尔·维尼奥等诗人启发有
关外，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其一是我对诗歌的理解。我之所以倡导诗歌
写作应注重语言简单、形式大众化且通俗易懂，是
因为我认为诗歌必须来自生活，而不是创造一些
远离生活，连同自己都无法辨识的语言以蛊惑人
心。在我看来，诗歌的文学性不在于语言、修辞与
意象的罗联陈列，这只是形式的意义。诗歌的终

极目标，是通过诗的形式表达出更深层次的精神
内涵，表现诗人对生活的哲学思考。到目前为止，
我共出版了6部诗集，在这些不断成长的创作经
历中，我最深刻的感受是，诗歌必须蕴含人学的精
神，揭示人性的本质与爱，表现“人”的哲学观。

其二是我的出国留学经历。在1988年出国
留学后，随之而来的“新移民生活”让我开始了一
个新的人生阶段，也使我第一次睁眼看世界。从
个人感受来说，我对外面的世界根本不了解，更没
有实际地接触过。因而，我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
就表达着一种我对新世界的迷惑和探索，承载着
人生悲切与欢乐的交织情绪。这一点与蒙特利尔
现代诗歌运动的启蒙状态与形式很相似。

其三是我对魁北克文学与文化氛围的认同。
我一直认为魁北克文学具有强烈的“草根性”，因
为其大都是在描写城市的街头巷尾与平民平淡无
奇的日常生活。前面谈到的20世纪前中期的魁
北克诗歌充满着悲切、挣扎与渴望，是因为此时的
魁北克人正面临着对国家、民族与法裔文化的认
同，而这些也是刚出国时的我所必须要面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人生阅历的加深，这些年来我
深切地感悟到，自己对于魁北克越来越具有认同
感。我的诗歌，就是魁北克自然主义和草根色彩
的表达。在我眼里，魁北克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
地方，但是，我们的文学却出奇的精彩，因为我们
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风格走出家门。

吴秀峰：您不仅在诗歌与小说创作中关注“移
民新生活”，还对文学史范畴中的加拿大移民文学
很关心，曾提出“新加拿大人文学”的概念，以区别
于一般意义上的移民文学。我想请您谈一谈这一
概念产生的背景与理论内涵，以及华文文学在“新
加拿大人文学”中的位置与意义。

郑南川：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移民文学出自移

民之手，存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内容上涉及
本土与移民生活本身，但又可能在思想上偏离本
土文化精神，直接延续输出国的生活价值观和生
活内涵。移民文学的这一概念让我意识到我们的
很多移民写作者，没有从根本上置身于加拿大，视
自我为加拿大人，真正书写我们在加拿大的命
运。“新加拿大人文学”的概念，正是针对加拿大的
新移民文学而提出的。它的主要特征表述如下：

首先是试图解决写作者的文化身份认同问
题，使其实现文化身份的本土化转变。这就要求
写作者应具备“新加拿大人”的主人翁精神，放弃

“外来人”情绪，站在加拿大人的位置上写作。
其次，若要实现作家身份及其创作的本土化，

那么作家本人应有相当长的一段新加拿大生活的
体验或经历，了解和认识加拿大新生活的基本特
征和方式。简言之，作家自身对加拿大文化的感
受，需要一个公正的理解的过程，而不是用自我文
化的意识传统取代对现实的全部认识。

最后，加拿大华文文学和中国文学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我们应注意加拿大华文文学描写的
是华人在加拿大的移民生活。这种生活具有加拿
大特征，是加拿大文化的一部分，其文学书写与加
拿大文学息息相关，而与中国本土文学存在本质
上的不同。对于中国国内读者而言，这也是一种
全新的阅读体验。

吴秀峰：尽管研究者们多强调您作品中表现
出的对魁北克的归属感与文化身份认同意识，但
是我注意到您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您与魁北克华
人作家们是用中国文化的遗产，在加拿大书写你
们作为魁北克人的精神。请问在您看来，华文文
学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而
中华文化对于华文文学又有何意义？

郑南川：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华文作家来说，

是最重要、最难，也是最应解决好的问题。我个人
三十余年的出国经验证明，从你出生、读出第一个
母语的句子开始，你的文化根基就注定伴随你的
生命过程，影响你的一生。我与魁北克的华人作
家们既是加拿大人的一分子，是多元文化的一分
子，又是承载与传播中华文化的一分子。因此，虽
然我们在作品中展示的生活场景属于加拿大，但
是其中也包含中华文化的成分。更进一步地说，
华文文学要表达的是中华文化与加拿大本土文化
的不同之处。这是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的，且是
自然而然的事情。

以加拿大为例，中华文化对于华文文学的意
义与作用在于：第一，从世界文学层面来说，实现
不同文化特征文学的相遇与融合，是世界文学的
最终目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本身就承担着这
一责任。第二，对于拥有上百万中国人的加拿大
而言，大中华文化是其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这
就促使加拿大需要有一个加拿大式的华文文学，
真实地表达中国人及其所属的文明在这个国家的
意义。第三，从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的
关系来说，华文文学承担着怎样从中华文化的祖
地文明与精神中汲取养分，从而创造和修改文学
的命题。就此而言，加拿大多元文化中的中华元
素也是加拿大文学天然的颜色与应有的成分。

吴秀峰：据我所知，您在坚持写作的同时，还
长期从事华文文学的组织与实践活动，曾参与魁
北克华人作家协会的创建，并担任数届会长。在
此期间，您多次发起举办全国性的华文文学活动，
并积极促进中加两国作协的交流与合作。可以
说，您为加拿大华文文学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作为魁北克乃至加拿大华文文学发展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您对于加拿大华文文学的未来发
展有着怎样的期望？

郑南川：自1988年出国留学以后，由于人生
道路的彻底改变，我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并且由
此见证了加拿大华文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和过
程。客观地说，加拿大华文文学的发展是比较艰难
的，不仅面临着如何认识自身与如何创作等困境，
还必须解决作家的个人生存、创业与文化认同等
问题，具体经历了记忆文学、乡愁文学、中国文学
的延续、移民式文学等等不同阶段。这么多年过去
了，今天的世界已经融为一个“世界村”，加拿大华
文文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更为丰富多
样。与此同时，中文已成为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
甚至存在超越法语成为第二大语言的可能性。在
此背景下，华文文学的意义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可
以说，加拿大华文文学正处于兴盛和大发展时期，
不仅在加拿大文学史中占据显著位置，而且已成
为北美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力量。一个更成
熟的、更富有活力的加拿大华文文学正在形成。

（吴秀峰系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加拿大华人艺术家王俊杰作品

责任编辑：武翩翩 宋晗 电话：（010）65389071 电子信箱：imsoha@163.com 华文文学 2022年9月16日 星期五

加拿大华文文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加拿大华裔作家郑南川访谈 □吴秀峰 郑南川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政编码：100125 总编室电话/传真：（010）65003319 新闻部电话/传真：（010）65002492 宣传发行部电话：（010）65046620 广告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20170145号 零售每份1.50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自上世纪60年代始，就陆续有中国台
湾、香港的留学生前往欧洲求学。瑞士赵淑
侠的《我们的歌》《塞纳河畔》等反映旅欧华
人留学、生活的长篇小说曾风靡一时。此后
又有吕大明、朱文辉、杨翠屏、颜敏如、丘彦
明、池元莲、绿骑士、麦胜梅、林湄等，以不
同体裁描述各国风土人情的作品在欧洲华
文文坛上各占一席之地。从80年代始，有
数十万中国留学生以及新移民、“外嫁女”
等移居欧洲各国，他们在异国他乡如何打
拼、生存，怎样融入异邦的社会生活，也有
了众多华文文学作品的书写与描绘，如关
愚谦的《情》《缘》，章平的《红浮萍》三部曲，
谢凌洁的《双桅船》，余泽民的《匈牙利舞
曲》《纸鱼缸》，穆紫荆的《情事》《归梦湖
边》，方丽娜的《蝴蝶飞过的村庄》《夜蝴蝶》，刘瑛的《不一
样的太阳》，朱颂瑜的《把草木染进岁月》，老木的《新生》，
安静的《萨尔茨堡有张床》，阿心的《爱按门铃的劳尤什太
太》，昔月的《两乡情悦》等。然而，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生活在塞纳河畔、多瑙河边的欧籍华人的命
运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担任法华作家协会副主席和秘书长的旅法华文作家
黄冠杰，曾出版过散文集《果园与歌者》和诗集《黑夜敞
开》，他的诗苍劲深沉，画面感十足，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
比如《巴黎 从一杯咖啡开始》写“我”这个漂泊者在巴黎咖
啡馆与周围环境（西方世界）的格格不入：“我坐在那个角
落/面对着大街上的车水马龙/我有点不知所措/咖啡 香
得这么张狂/一点都不顾及/我籍籍无名的身份”，把一个
从中国乡间跨出国门，来到“花都”巴黎后异乡人的陌生感
与孤独者的无措感，抒写得格外真切：“我习惯了茶的沉
静 对咖啡的张狂/就有些坐卧不宁”；“剩下的时间，足够
我把咖啡的苦涩喝成厚重”。茶的沉静与咖啡的苦涩，东西
方文化的不同意象，成为华人身份认同的不同隐喻。

今年，黄冠杰又发表了散文新作《老树》（载2022年1
月《欧华文艺》第56期），该文一开头写作者的屋外有一棵
老樱桃树。“由于平时采访忙，我对这树也基本是熟视无睹。
真正让我注意到它，还是法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次封城。
一封城，我们改成居家办公，侨社活动全停了，现场采访要
都改成电话采访。足不出户，我忽然‘发现’了这棵树。”因
为，“那时候，听着揪心的一日日不断感染、死亡的数字，看
着黑黝黝的枝条，盼望着赶快点开花。因为有研究者说，等
天气暖了，疫情就会过去。但是花开了、花谢了，疫情仍没有
停止的意思。直到看到果实一日日膨胀，数字才一日日瘪下
去。所以，这一次的收摘果实便有了别样的意义。”这棵老樱
桃树无疑成了承载疫情期间作者一家悲喜交集的寄情之
物。“落红不是无情物”，自然景物通过“移情”有了情感意
义。作者的妻子格外垂怜这棵由前房东老夫妇留下的樱桃
树，不惜花钱请来果树修剪师为其修整。可是修剪师却说树
龄太长，已经开始慢慢死亡了。一棵表面上繁花似锦、果实
累累的樱桃树，竟已渐渐步入死亡。这似乎含着某种隐喻：
某些表面上看似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谁料到已是大限将
至，走向衰亡？“这让我想到我们的身世，去国离乡的一群，
正像这棵老树。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向下伸展我们的根须，
我们只能抓住浅浅的一层。我们的养分还是来自内心。”作为
华夏子孙，无论身处何地，必须要使自己内心强盛，才能将

“养分”供给全身，不致生命枯萎。这或许正是无情的疫情所给
予作者思考海外华人及自身命运的鞭辟入里的命题答案。

身居匈牙利的余泽民，在中篇小说新作《天笼》（《江
南》2021年第6期）中，以魔幻现实主义的笔致，展示了一
位在布达佩斯不幸染上新冠病毒而死亡的华人移民“我”
的亡灵，在离开肉身后对前世今生的追忆与忏悔。小说秉
承了余泽民由《匈牙利舞曲》《纸鱼缸》等作品一贯的对于
东欧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生存和生活现状以及生命、爱、
欲望、命运及其情感世界的关注与描述，但不同的是，此篇
更为注重对他们客死他乡后的“灵魂”归属的叩问与生命
意义的审视，因而更具有震撼力与颠覆性。

《天笼》书写病亡的“我”的躯体尚留在布达佩斯F区
圣约翰医院病床上，而“我”的灵魂却已溜走，第一个念头

是“我自由了”。自由的“我”的灵魂弃绝“我”的皮囊而去。
溜出病房的“我”看到了新冠时期圣约翰医院的更多实景。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而后弃医从艺的余泽民，
犹如弃医从文的鲁迅那样，“所仰仗”的医学知识同样给了
他对新冠患者的病态、神志与心理以精细准确的描述，无
论是不断被送进医院需要抢救的病患，还是兢兢业业对病
人乃至亡者悉心照顾的医护，都有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作
为叙事支撑。

《天笼》中“我”的亡灵对于不幸的个体命运以及华人
的伦理悲剧做了回应与叩问。疫情期间海外华人移民的现
实处境，到底有多艰难？“我”之亡灵告诉读者：“回想这一
年多漫长的、令人绝望的隔离，餐馆被迫停业导致的一系
列难以应付的危机，我就会感到不安。你想啊，政府下令封
城，宵禁，强制性停业，可房租水电费仍要照交，公司税和
个人税分文未减，人家的大饭店多少能得到些政府支持，
但我开的那家‘棕榈山快餐’只能自生自灭。”面对生存困
境已属不易，更遑论伦理道德上的不安：“我”先是躺在病
床上眼睁睁看着受新冠病毒感染的老父亲咽气而无法动
弹，后想起他留下将其骨灰带回福建老家安葬的遗嘱，生
前无法执行，死后如何做到？“我和父亲最后都没能归根。”
父子两代人双双命丧异国他乡，落叶无法归根，这恐怕是
重视人伦亲情的炎黄子孙最痛彻心扉的伦理悲剧，无论他
是否入了别国国籍。余泽民用手术刀一般的犀利笔触，挑
破了结在不少海外华人胸口最为疼痛、甚至死不瞑目的厚
痂。小说中不仅仅是父子间的伦理悲剧，还有夫妻、亲子之
间生离死别的家庭悲剧。

《天笼》中“我”的幽魂对于自己抛家别妇闯东欧，25年
来“当一台挣钱机器”做了反思与忏悔。当年，骨子里不安
分的“我”赶上赴东欧淘金的大潮，跨上了横穿西伯利亚的
K3号国际列车。到了布达佩斯，靠福建同乡的指点和帮
忙，“先贷货练摊，然后跟摊友凑钱拼柜，百货店的钱不好
挣了，就改开餐馆，中餐馆开不下去了，改做快餐，生意虽
然几起几落，算不上成功，但汇回家里的钱也够阿芳母子
盖一栋小楼，多少弥补了心里的愧疚”。其实，赚了钱的

“我”不但有了异国情人伊伦娜，生下了混血儿子托米；还
把在布达佩斯购置的首套房过户给了她，替托米买了辆新
车，“是我提前为他准备好的成年礼”。不过后来因“我”已
有家室事发，伊伦娜把“我”和老父亲扫地出门，自己不久
又有了新欢，托米也只能隔两三周跟“我”吃一顿饭。为了
能保住福建老家之“根”，对于发妻始终隐瞒实情，“我担心
到头来我会鸡飞蛋打，落得一个两头不是人”。只有成了幽
魂，命丧黄泉的“我”才意识到：“我的所有努力到头来都是
自欺欺人”，为自己“曾经犯浑和残忍感到懊悔”。迟到的忏
悔已于事无补，走出“记忆隧道”后的“我”，与“由无数镂空
的剪影组成的魂灵大军”一起被昊天帝收入“天笼”，“成千
上万的魂灵在寂静中被压缩成沙丁鱼罐头，他们不再是独
立的，更无所谓自由”。最后放出天笼变成了一朵飘荡的白
云。余泽民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诗意浪漫的笔调，揭
示出了无情的人生归宿与残酷的生命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泽民的《天笼》不仅仅是一部疫
情时期饱蘸海外华人血泪的忏悔录，更是一部叩问人的终
极生命意义的“道德经”。在哲学和伦理层面，它超越了一
般书写海外华人命运的大多数华文作品。

老树的启悟
与“幽灵”的忏悔

——评近期两篇欧洲华文作品 □钱 虹

匈牙利华文女作家阿心，本名翟新治，原籍
河南郑州，曾为郑州市作家协会会员，1991年因
为经商开始定居匈牙利，现为匈牙利华人作家协
会副会长、国际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会会员、中欧
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对阿心来说，经商是主
业，是生存的物质基础，文学创作则是业余爱
好。虽然如此，正如阿心所说的那样，文学一直
是她“精神的家园”，亦即超越物质生活与追求精
神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

阿心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
期，与人合著的作品集曾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而定居匈牙利之后三十多年来，阿心更是在
经商之余笔耕不辍，在《百花园》《人民日报·海外
版》《文综》（香港）《香港文学》《世界日报》《欧洲
时报》等海内外报刊发表大量作品。2018年，河
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爱按门铃的劳尤什太太：阿
心作品选》，精选与汇集了阿心小说、散文90余
篇，较为集中地展示出她的文学成就。2019年，
阿心又迎来一个创作丰收年。小小说《我不是个
好老板》等发表后不仅连续被《小小说选刊》转
载，而且被收入《2019年中国微型小说年选》。

阿心作品以崇尚真善美为旨归，思想健康向
上，风格清新俊朗，具体又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
体裁上主攻小小说与散文，尤其是在小小说创作
上彰显独特个性；二是以旅匈华人生活为主体，
广泛描写跨国生活，着力展开跨文化文学书写。
而阿心跨文化写作最突出的思想价值与社会意
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精神鼓舞下，围绕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平
友好相处的总主题，真诚歌颂中匈人民的友好交往，并通过展示
中匈文化的交往、碰撞与交融，着力架构中匈和平友好的文化桥
梁，从而为增进中匈两国人民友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这个意
义上说，阿心称得上新时代中匈文化丝路的美丽使者。

描绘匈牙利美丽风光，歌颂匈牙利人民的优秀精神品质，是
阿心作品的重要主题之一。阿心深切体会到，匈牙利地处中欧，
多瑙河穿境而过，风景十分美丽迷人；匈牙利人民热爱生活，思想
质朴，性格乐观开朗。在许多清新优美与短小精悍的散文篇什
里，阿心情不自禁地赞美她人生第二故乡的风土人情之美。《春到
多瑙河》描绘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多瑙河两岸的自然和人文风
情，令人神往：春暖花开，多瑙河水波光粼粼，河上一座座大桥造
形别致，庄严的国会大厦显现着典型哥特式建筑风格，旧日皇宫
高大而巍峨。《永远的巴拉顿》与《又见巴拉顿》均表达对有600平
方公里之大的中欧最大内陆湖——匈牙利巴拉顿湖的礼赞，写湖
水中游泳的惬意和休假的快乐，写巴拉顿湖湖面的辽阔和湖光山
色的美丽，也写匈牙利人的开朗、热情，感慨上天对匈牙利人慷慨
的馈赠。《匈牙利人与花》写匈牙利人“爱花如命”的习性，写匈牙
利花市的繁盛，更写出爱花习俗中匈牙利人对美、对美好事物的
向往。《布达佩斯不相信眼泪》通过生活点滴表现匈牙利人民的坚
强乐观——比如地铁出了故障，人们拥挤在公交车上，但人群里
的一名男子却“幽默地报站名、街名、方向”，让人们忘记“烦恼和
不快”。《感受匈牙利文明》多方面展示匈牙利日常生活中值得借
鉴的文明风习：公交车上人们争相给老弱病残者与孕妇让座，司
机行车中总是礼让行人，车行路途遭遇故障总会得到好心人的主
动帮忙与解困，人们在寒风中井然有序地排着长队进场去观看大
画家莫奈的画展。此外，小小说《好警员坏警员》通过匈牙利警察
热情、细心、周到地为旅匈华侨驱车带路一事的书写，表现了匈牙
利警察的廉洁与热情。

歌颂中匈人民之间的真诚友谊，展示中匈文化的交往与融
合，是阿心作品的主旋律。阿心深知，旅匈华人生活在匈牙利，不
仅需要与匈牙利人民打交道，而且需要融入到他们的文化当中；
而旅匈华人在与匈牙利人民的交往中，既会遭遇中西文化的冲突
与碰撞，也会显现彼此文化之间的融合，乃至最终增进相互理解
与信任，消除隔阂，守望相助，结下真诚友谊。在小小说《爱按门
铃的劳尤什太太》中，中匈两位女邻居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冲
突的过程，也是增进理解、化解矛盾与建立真诚友情的过程。劳
尤什太太中年守寡，有儿子要养大，生活较为拮据，爱干净，讲公
德，性格直率，为人仗义。“我”作为旅匈华侨，与隔壁邻居劳尤什
太太的关系经历了多次的小摩擦，最终成为相互信赖的好邻居、
好朋友，最初的误会、文化的差异都被最终的相互理解、热心相助

与礼尚往来（如劳尤什太太请“我”和丈夫到家喝有名的古亚什
汤、“我”不厌其烦地教会劳尤什太太做中国饺子等）。小小说《我
不是一个好老板》以“裁员”为中心情节，写出了中国店铺女老板
与匈牙利女员工的和衷共济与真诚相待。由于经济不景气，中国
店铺女老板不得不做出裁掉一名雇员的痛苦决定，但无论是年青
敬业的收银员尤利娅，还是年老体弱的老安娜，抑或身为两个孩
子母亲的比鲁什卡，裁掉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于心不忍，因为她
们或是当初一起创业的“元老级人物”，或有着实际的家庭困
难。两难之际，“狠心”的女老板把“问题”抛给了三位员工。没
想到三位员工却通过自愿减薪等方式巧妙化解了女老板的难
题。很显然，这种跨国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同舟共济、患难与共不
是一天两天就形成的，而是中匈人民之间在经贸活动中长期合
作、彼此结下深情厚谊的结晶。还有，纪实散文《曾经的客户》《黑
眼睛蓝眼睛》等，则表现了中国商家与匈牙利客户之间的交往、友
好与信任。

在表现和歌颂中匈友谊时，阿心还注意从跨国婚姻或跨文化
工作者事迹中开拓题材与提炼主题，在更高层次上展示中匈文化
之间的交往与融合。阿心注意到，通婚是各民族文化融合最直
接、最常见的形式，不仅能够有效增进各民族文化的彼此了解，而
且能够深入促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而在新时代，伴随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匈经贸、文化友好往来进入发展快
车道，展现光明前景。纪实散文《多瑙河畔的中国外嫁女》通过描
述中匈之间的跨国婚姻，歌颂中国女姓与匈牙利男性之间的美好
爱情，也表现了中匈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Z大姐、M老师都
是上世纪50年代生活在北京的大学毕业生，她们分别与来自匈
牙利的外交官卡尔丹与留学生高先生自由恋爱，结成了跨国家
庭，定居于匈牙利。对这两对夫妻来说，虽然相互间都存在语言
的障碍与文化的差异等，但他们却在生活中不断克服障碍、消除
差异，收获了爱情与家庭幸福。尤其是，M老师作为布达佩斯罗
兰大学中文系教授和匈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曾翻译或合译《裴多
菲诗选》等不少匈文作品，为匈中友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她的
丈夫高先生是匈牙利著名汉学家，生前曾把《鲁迅短篇小说选》等
翻译成匈文，为增进匈中友好付出了毕生精力。

纪实散文《漫漫丝路上的行走者》发表于2020年9月12日
《人民日报·海外版》。被称为“漫漫丝路上的行走者”的三位旅匈
华侨，正是为新时代中匈经贸、文化友好往来做出卓越贡献的有
功之臣。老顾，利用匈牙利在欧洲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项目的时代契机，不顾旅途劳累与病痛折磨，多次往返两国
之间，促成匈牙利奥尔拜蒂尔市与中国西宁市结成友好城市。之
后，老顾继续为两国经贸、文化友好往来牵线搭桥。余泽民，既是
作家又是翻译家，创作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书写东西方两
种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出版译著《烛烬》《撒旦探戈》等作品，其荣
膺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可谓实至名归。赵大
夫，擅长针灸，精通太极养生之道，二十年如一日运用针灸等医术
治好匈牙利患者无数，还组建匈牙利妇女养生太极队养生健身，
传播中国养生文化。对这些新时代丝路上的行走者来说，“丝绸
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还是文化与文明之路”。各民族、各种文
化的相互包容、沟通与交融，会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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